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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汉 唐 之 际 的 中 西 音 乐 交 流∗

夏 雄 军　 　 　 张 雅 萌

　 　 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密不可分。 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要

道，也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汉唐之际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国家间的使节、音乐艺人以

及粟特商人的交流是音乐交流的主要人群，汉唐之际大量西域乐器流入中原地区，受到广泛欢迎，西域乐理乐曲也

随之传入，并与中原地区的乐曲相互融合，促进了中西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同一

时期大量的中原乐器和乐曲也传播到了西域、日本和朝鲜半岛，中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互动使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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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之际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丝绸

之路，有关丝绸之路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研究的成

果颇为丰富①，内容涉及乐人、乐器、乐谱、乐律、宫
调等。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上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仍有相当多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研究的视野也应

兼顾古今，侧重于对现实问题的具体考量。 从这个

角度出发，本文将对丝绸之路上从事音乐交流的人

群、音乐交流的内容、音乐交流的影响和作用等相关

问题展开讨论。

一、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的人群

音乐是没有国别的语言，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

存在，可以在各文化主体之间搭建起交流的桥梁。
但是，音乐又彰显着民族特性。 音乐的独特性就在

于无族性的声音外壳内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性，在无

族性的前提下音乐同样具有音响的乐感，所以，音乐

比语言更容易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所接受，

音乐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流动着许多国家的使

节、商人、僧徒、降户、质子、乐舞艺人等，他们为着不

同的目的在丝绸之路上奔走，在进行物质文化交流

的同时，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进行。 在这众多的

人员中，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大致有三类。
１．各国使节间的音乐文化交流

统治阶层在音乐方面的交流主要是互派使节时

的交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统治阶层派

出使者带回和输出音乐，二是派遣艺人传播音乐。
使者带回和输出音乐是主要方式，如张骞出使

西域，带回了西域乐器“横吹”和由多首乐曲连缀而

成的鼓吹套曲《摩诃兜勒》。 “张博旺入西域，传其

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

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１］李延年改编的

“新声二十八解”，在文献中被反复提及，影响巨大，
流行于中原地区。 再如前秦建元十九年（３８３ 年），
吕光征西域， 次年， 吕光载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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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来西域地区的音乐及音乐艺人。 “坚以光为骁

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

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

匹而还” ［２］ 。
大量的艺人随使者或和亲团队传播了音乐，如

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 ６５ 年），龟兹王迎娶解忧公

主之女弟史为妻，汉宣帝赐以“歌吹数十人” ［３］ ，把
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乐器传到龟兹及更远地区。
“公元前一一○年至前一○五年间，汉武帝以细君

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 跟着公主前往的官属及随

从人员有数百名，其中必有乐舞艺人。 他们把中原

乐舞带到赤谷城（在今中亚伊塞克湖东南方），对当

地以及更远地区的乐舞一定会有影响。” ［４］

西域乐舞也不断流入中原地区，如：北周天和六

年（５７１ 年），“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

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 ［５］３４２。 精通龟兹音乐理论

的苏祗婆也随同皇后来到中原，“有龟兹人苏祗婆，
从突厥皇后入国” ［５］３４５，向郑译传授“五旦七调”理
论，郑译在此基础上发展融合，创制了中原二十八

调、八十四调理论，“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 “合成十

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

十二律，合八十四调” ［５］３４６。 隋唐时期，宫廷乐发

展到十部，其中有八部是外来音乐，西域乐舞构成了

唐代宫廷燕乐的主体。
丝绸之路的通达，使得许多西域音乐艺人来到

中原。 如：“北魏时期的龟兹琵琶乐人曹婆罗门为

世家乐人，其孙子曹妙达是深得北魏、隋、唐三朝皇

室恩宠的乐人”。 “来自安国的乐人（安马驹、安未

弱、安吒奴等）、康国乐人 （康昆仑、康唐卿、康遒

等）、米国乐人（米嘉荣、米和郎、米都知等）、疏勒乐

人（裴承符、裴兴奴等）外，龟兹、疏勒、安国、康国及

天竺等大量的胡乐人的来朝带来了各方之乐，极大

地丰富了大唐宫廷的音乐文化。” ［６］３０

２．以粟特商人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文化交流

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粟特人主要是康国、安国、
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国的商人［７］ ，其中有

很多粟特艺人。 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
明达祖孙三代皆擅此绝技，他们历仕西魏、北齐、隋
三朝。 何满子以歌曲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

歌能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 ［８］ 米嘉荣的歌声动

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

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９］粟

特人的音乐艺术颇受中原士人的喜爱，如岑参《酒
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

雏齐 唱 歌。 浑 炙 犁 牛 烹 野 驼， 交 河 美 酒 金 叵

罗。” ［１０］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
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

能胡旋。” ［１１］这些都描述了粟特音乐艺术对中原地
区的影响。

３．僧人与中西音乐的交流

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佛教

乐舞艺术的发展。 唐代，天竺的不少佛曲经过龟兹

传入中原，如贞元年间，骠国派遣使者来唐，并带来

水平相当高的骠国乐。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

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 ［１２］６３０８这些乐人在长
安演出时，“盛况空前，极受欢迎。 骠国乐和扶南

（柬埔寨）、林邑（越南西南部地区）都有受印度、斯
里兰卡的佛教音乐影响，成为南海诸国佛教音乐文

化的重要支点，与我国文化交流不断” ［１３］ 。 一些洞

窟中的佛教壁画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艺术形象，如
敦煌莫高窟 ２９０ 窟北周时期的壁画，东壁上部描绘

出“天宫伎乐”的场景，有古筝、秦汉琵琶、曲项琵

琶、竖箜篌、横吹等［１４］２３。 西域地区的“龟兹乐”是
受佛教音乐影响最大的一种乐曲。 张骞带回的《摩
诃兜勒》也是佛教音乐。 东汉明帝时期，印度佛教

传入洛阳，之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也走进了中

国千百座寺院，受当地乐舞的影响不断发展，有些佛

曲成为当地的乐曲。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考证，
天竺音乐的传入比隋、唐时记载为早，应与佛教的传

入同时。 为了宣传宗教，不论中外都把音乐作为有

力工具。” ［１５］唐代的佛教音乐受到统治者的喜爱，
得到极大推广。 《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

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
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 ［１２］４７６唐玄宗创作的大型
法曲《霓裳羽衣舞》，据说采用了印度 《婆罗门曲

调》，是唐代音乐艺术集大成的体现。 僧人利用变

文等艺术形式对群众宣讲教义，一些西域传入的佛

曲得以流传。 现在敦煌出土的文献资料中有乐谱、
舞谱、曲子词、变文等，反映了当时寺院的音乐艺术

活动。

二、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内容

丝绸之路上的人员流动带来了音乐文化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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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原乐器、乐曲与西域乐器、乐曲产生了融合，形
成了新的音乐表达形式。 中西音乐之间的交流是双

向的，产生的影响也是相互的。
１．乐器传播

丝绸之路上音乐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乐器的

传播，我国许多民族乐器都是在汉唐之际从西域引

入或融合西域乐器发展而来。 同时，中原地区乐器

的外传也丰富了西域地区乐器的种类。
第一，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 这一时期乐器

的传播品类颇为丰富，主要有：琵琶、扬琴、唢呐、竖
箜篌、凤首箜篌、五弦、横笛、义觜笛、羯鼓、腰鼓、都
昙鼓、毛员鼓、鸡娄鼓、担鼓、和鼓、正鼓、齐鼓、铜鼓、
侯提鼓、铜、铜角、双筚篥、桃皮筚篥、檐鼓、匏琴、
葫芦笙、龟头鼓、铁版、贝等［６］４－５。

琵琶是丝绸之路音乐交流中最典型的代表。 古

代把琵琶分为四弦曲颈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 其

中四弦、五弦琵琶来自波斯和印度，阮咸是我国固有

的乐器，也称为“秦琵琶”。
据林谦三考证，五弦和曲项琵琶同源于中亚地

方［１６］ 。 曲项琵琶源自波斯（今伊朗），《中国大百科

全书·音乐舞蹈》描述道：“半梨形音箱的琵琶，曲
颈，颈上有四个相（柱）。” “约在 ３５０ 年前后由印度

传入中国的北方。” “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以区别于

当时的直柄圆形的汉琵琶，故名曲颈琵琶；因其经过

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 ［１７］ 曲项琵琶传到中原

最早的时期在 ３４６ 年至 ３５３ 年之间，即前凉（今甘肃

西北部和新疆南部及宁夏、内蒙古一带）张重华据

有凉州这段时间。 印度传来的《天竺》乐舞就已经

有琵琶，据《隋书·音乐志》载：“《天竺》者，起自张

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 即其乐

焉。” ［５］３７９所以说曲项琵琶最早是随“天竺乐”一起

传到中原的。
有关五弦琵琶最早的文字记录在《通典》卷一

百四十二：“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洎于迁都。 屈

茨，琵 琶， 五 弦， 箜 篌。” “ 胡 舞 铿 锵 镗， 洪 心 骇

耳。” ［１８］３６０３又《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的龟兹条目记

载：“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 吕氏

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有曹婆罗门，受
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

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 ［１８］３７１３吕光破龟兹的

北魏时期，五弦琵琶由龟兹传入，到 ６ 世纪中叶以

后，北齐的胡乐开始盛行。 五弦琵琶亦称五弦，梨

形、直项。 五弦琵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较为盛行，
唐朝后期，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阮咸是“一种由我国人民自己创制的乐器”，
“从东汉至魏晋，秦琵琶的形制”，“最后定型为直

项、圆体、四弦、十二柱或十三柱”，“到了南北朝时

期，由于文化的频繁交流，产生了形制的各种变异，
出现了五弦、三弦，长柄、短柄，大腹、小腹等。 到了

唐武则天时期，秦琵琶易名为阮咸” ［１９］ 。 阮咸是融

合西域琵琶后的新名称。
隋唐时期的琵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在宫

廷和民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唐的十部乐

中五弦琵琶被用于西凉乐、疏勒乐、燕乐、天竺乐、龟
兹 乐、 安 国 乐、 高 昌 乐 及 高 丽 乐 八 部 伎 之

中” ［６］４９－５０。
箜篌，也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古老乐器，在我国古

代宫廷和民间都曾广泛使用。 《隋书·音乐志》记

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

夏之乐器。” ［５］３４６ “箜篌最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

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公元前 ５３９ 年，波斯人统治

两河流域和埃及，古代西亚文明成为波斯文明的一

部分。 此时箜篌也从两河流域传入波斯。 至少在公

元前八世纪已经从波斯传入西域地区。 这一时期的

箜筷在新疆地区活跃了数百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

凿开始进入河西走廊及中原。” ［６］２１ 《通典》卷一百

四十 四 载 有： “ 竖 箜 篌， 胡 乐 也。 汉 灵 帝 好

之。” ［１８］３６６６

唢呐，“唢呐”是古代波斯语的音译，曾译作“锁
奈”、锁呐、苏尔奈等名，“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唢呐

出现要早于中国，并且可能于北朝、至迟于唐代经某

种途径传入了中国” ［２０］ 。 “我国学术界认为唢呐自

明 正 德 年 间 （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 在 我 国 普 遍 流

行。” ［２１］在新疆拜城柯尔克孜石库第 ３８ 窟中的伎

乐壁画中有吹奏唢呐的形象，可以明确唢呐是经由

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
羯鼓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原。 据唐代南卓《羯鼓

录》记载：“羯鼓，出外裔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
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

用之。” ［２２］羯鼓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乐器，尤其为唐

玄宗所喜爱，“帝又好羯鼓”，并说：“羯鼓，八音之领

袖，诸乐不可方也。” ［１２］４７６莫高窟北魏第 ４３５ 窟北

壁上部天宫伎乐中，即有羯鼓的图像资料［１４］４８６。
第二，从中原流向西域的乐器。 我国古代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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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 中原地区

的乐器如筝、笙、琴、瑟、锣、竽、箫等伴随着丝绸之路

的开通流入西域国家。
笙，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笙在公元前

一世纪已经传入西域” ［２３］ 。 “为数不少的汉族音乐

家来到西域，促使了笙在西域的流传。 在西域少数

民族中也产生了吹笙的著名艺术家，如《乐府杂录》
中云：‘自古能笙者多矣，太和中，有尉迟璋，尤妙’。
这个尉迟璋，就是于阗人。” ［２４］ 如新疆库木吐拉 １３
窟左壁上有一列四幅佛说法图，从图画上可以看到

笙的图形，其形制与现代汉族民间流传的相同。 说

明汉族音乐文化对古代新疆音乐的影响。
筝，是我国传统的弹拨类乐器。 “筝，秦乐也，

乃琴之流。 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

止，破之，自后瑟止二十五弦。 秦人得古瑟，兄弟争

之，又破为二。 筝之名自此始。” ［２５］后传入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国家，并在那里生根发展［２６］ 。

箫，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距今

２０００ 多年前的汉代陶俑、北魏云冈石窟雕刻就已经

有了吹箫的形象” ［２７］ ，说明箫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

丝绸之路传播了，文献记载龟兹乐也使用这一乐器，
而现今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中也有其形象资料［２１］４８。

２．中西之间的乐曲交流

中国古代乐曲分雅乐和俗乐，隋唐时期，出现了

雅、俗、“胡”三乐鼎立的格局。
“胡”乐的传入集中在南北朝时期，《通典》卷一

百四十二中记载：“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１８］３６０３

《隋书·音乐志》记载：“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

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 自河清以后，传习

尤盛。” ［５］３３１西域各国的音乐风格以及乐律、乐调

与中原音乐有着很大不同，令中原民众兴趣盎然。
第一，西域乐律、乐调与中原音乐的融合。 东晋

永和年间张重华占据凉州之际获得天竺乐，吕光灭

龟兹得龟兹乐，凉州当地的清商乐与龟兹乐相融合

产生西凉乐。 汉武帝以来，疏勒、安国、龟兹乐陆续

进入中原，还有康国、突厥、悦般等国的乐曲。 《隋
书·音乐志》中记载，郑译听到北周苏祗婆所奏胡

琵琶，对其带来的五旦七调进行考释，一均中间有七

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
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 律有七音，音立

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

和合” ［５］３４６。 以上记录表述了郑译将北周龟兹乐

人苏祗婆的“五旦七调”在胡琵琶上演绎成中国乐

调，成为雅乐八十四调，这是我国固有的五声七音十

二律接受、融合了外来乐调形成新的乐调。 西域乐

曲与俗乐的融合大大地推动了中原乐曲的发展，对
我国乐调理论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该乐调方式延续

到现在。
第二，乐舞的交流。 由西域等地传来的乐舞，基

本上都以其流传的地方命名。 唐太宗时，提出“于
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２８］１０６９的指

导思想，所以唐代的雅乐既掺杂了流行于汉族地区

民间的所谓“俗乐”，又吸收了“胡”乐。 从隋朝的七

部乐、九部乐至唐贞观十六年（６４２ 年）收复高昌建

立十部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音乐文化的高

峰［６］１３。 十部乐中除了中国的燕乐、清商乐外，其
他八乐均为外来。 《天竺乐》 《龟兹乐》 《疏勒乐》
《安国乐》《康国乐》 《高昌乐》 《西凉乐》来自西域，
在汉唐之际传入。 如：《天竺乐》，“张重华时，天竺

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

音” ［２８］１０６９。 《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

声” ［５］３７８，《疏勒乐》 《安国乐》，“疏勒、安国、高丽

并起，自后魏平冯氏，乃通西域，因得其伎” ［５］３８０。
疏勒乐和安国乐传入中原的时间是 ４３６ 年，《康国

乐》，“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
其声” ［５］３７９。 《西凉乐》，“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

所得也”，“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芜胡之声

也” ［２８］１０６８。 《高丽乐》来自朝鲜，“宋世有高丽、百
济伎乐。 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 周师灭齐，二国

献其乐” ［２８］１０６９。 《高昌乐》，“太祖辅魏之时，高昌

款附，乃得其伎”，“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

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

焉” ［５］３４２。 武德七年（６２４ 年），唐太宗统一高昌后

在九部乐中加上了高昌乐，组成了十部乐。
十部乐是总体非常庞大的乐曲，每部中又都包

含若干首曲子，从史书记载来看，可以想象当时乐坛

的规模和盛况。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

广泛程度。
第三，民间乐曲木卡姆。 木卡姆为“古典音乐”

的意思。 其主要分布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维吾尔木卡姆主要包括十二木

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四

种。 作为维吾尔木卡姆主体和代表的十二木卡姆是

十二套古典大曲，十二套中的每套都包括穹乃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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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坦和麦西热普三部分，每一部分又由四个主旋

律和若干变奏曲组成。 十二套木卡姆包括近 ３００ 首

乐曲，连续演唱一遍大约需要 ２４ 个小时②。 以龟兹

为中心的木卡姆音乐，是以龟兹苏祗婆“五旦七调”
的音乐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大型音乐歌舞套曲，包括

其向东传至中原形成汉族地区的大曲，有世代相传

的固定曲调。
第四，中原乐曲的输出。 中原的一些优秀音乐

也不断地传到了国外。 “如汉代的鼓吹曲就曾传到

高句骊，《秦王破阵乐》也传到了印度，玄奘在印度

也听到过当地人演奏这一乐曲。” ［１５］８６隋唐时期中

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 “日本留

学生吉备真备于公元 ７１６ 年来到中国留学 １８ 年，归
国时带回铜律管 １ 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 １２ 条，《乐
书要录》 １０ 卷，使得中国的音乐理论在日本传

播。” ［２９］据日本园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
“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于唐文宗开成四年（８３９ 年）
入唐，拜长安刘二郎为师学习琵琶，再向扬州 ８５ 岁

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归国时带回中国乐谱数十卷，
其中《琵琶诸调子品》留存至今”③。 中国古代乐谱

主要流传于日本，明清以前的古代乐谱在中国几乎

荡然无存，现存绝大部分的古乐谱藏于日本。 如 ６
世纪的《碣石调·幽兰》现藏于东京国立图书馆，
《番假崇天平琵琶谱》 （７４７ 年）藏于日本正仓院，
《五弦琵琶谱》 （７７３ 年）藏于京都明文库，《博雅笛

谱》（９６６ 年）藏于上野日本音乐资料室等，１０ 世纪

以来 日 本 模 仿 中 国 乐 谱 传 承 写 作 了 大 量 乐

谱［６］１７７－１７８。
汉武帝曾先后将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嫁给乌孙

王，她们都带去了许多随从，其中也有乐工。 解忧在

西域生活五十多年，她的女儿成年后又到内地学习

音乐，后嫁给龟兹王宾。 汉宣帝时（公元前 ６５—公

元前 ６２ 年）龟兹王宾到中原学习汉制，又带回包括

乐工在内的大量人员。 “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

鼓琴” ［１５］８３，是西域国度学习长安音乐的明确历史

记录。 而龟兹王得乌孙公主女，“元康元年，遂来朝

贺”，“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 ［３］３９１６，同时把

长安的音乐传入西域④。

三、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影响和作用

音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交流促进音乐文

化的提升。 多元化是音乐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 丝

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对我国文化艺术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前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丝绸之路上

多个时期从事音乐交流的国家、民族、人员，交流融

合的乐曲、乐器和过程方式等，可以看出音乐在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

也是深远的。 隋唐 ３００ 余年间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

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 丝绸之路通过诸国向西延伸

到欧洲大陆。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国与东邻

日本、朝鲜以及南亚等国有了频繁的往来。 隋唐音

乐文化吸收了国内各民族和各国家的音乐精髓，鼎
盛时期的唐代又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使音乐对世界各

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中西音乐交流推动中原乐舞的繁荣

首先，音乐的交流特别是音乐的借鉴和吸收，极
大地提升和丰富了我国音乐的内涵和形式。 原有的

《清商乐》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唐在原有乐

舞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大量外来音乐，对其进行

吸收、加工、提高，使唐代乐舞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

象。 如：大型的《十部乐》乐舞曲，八部是外来音乐，
在吸收、消化、改良后形成了一部完整套曲，大大地

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音乐艺术。 诗人白居易的《杨柳

词》就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六么》《水调》家家唱，
《白雪》《梅花》处处吹。”生动描述了唐朝社会音乐

文化生活一派繁荣的景象。 音乐的交流融合促进了

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又促进音乐的交流和音乐艺术

的升华。
其次，外来音乐的冲击使其强化了宫廷音乐管

理体制。 随着音乐的不断丰富，原有的音乐机构已

经不能适应。 开元二年（７１４ 年），唐玄宗改组大乐

署，扩充“衙前乐”机构。 将唱奏民间音乐的乐工分

出，成立了四个外教坊和三个梨园，四个外教坊分设

在长安、洛阳，三个梨园分别为唐玄宗的新作试奏，
为艺人们创作的法曲试奏，演奏各种民间音乐。 教

坊直属宫廷管理。 这些改革为唐代音乐的发展创造

了必要条件。
最后，理顺了乐律、乐调，实现了雅、俗、“胡”三

乐的融合。 顺应音乐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接受西域

七声音阶和多种调式，演绎成中国乐调乐律，形成雅

乐八十四调理论和俗乐二十八调，这一俗乐调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唐朝，实际上对宋元及其

以后的乐曲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音乐的交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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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

了新的活力。 这些乐律、乐调一直沿用至今。
汉唐数百年间，随着西域音乐的东传，带来了异

域音乐的元素，丰富了中原音乐体系。 并建立在深

邃的中原音乐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和庞

大的规模。 唐代音乐的交流和融通，为我国音乐文

化创造了一个新高度。
２．中西音乐交流丰富了中原乐器的种类

伴随着外来音乐的传入，外来乐器也接踵而至。
外来乐舞演奏时的乐器多是使用原乐器，这些乐器

进入中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艺术欣赏空间。 很

多乐器落地生根、糅合融汇，并推陈出新。 有些衍化

成为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延续至今。 如曲项琵琶

和五弦琵琶传入后，深受人们的喜爱，迅速风靡中

原。 文献记载了许多北朝至隋唐期间琵琶演奏家的

事迹和故事。 如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忽
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
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

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讲述

琵琶弹奏者的故事。 “对中国音乐影响最大的可以

说是琵琶，曲项琵琶在传入时只有四弦四柱，共 ２０
个音位。 五弦琵琶五弦五柱，２５ 个音位。 唐以后，
五弦琵琶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而四弦的曲项琵琶

逐渐演变，成为地道的中国乐器。 至清代，琵琶已经

有四弦四相 １２ 品，大大地扩展了音域。 除音域外，
演奏姿势已经由横抱变为竖抱” ［３０］７０，活跃在全国

的舞台上。 《十面埋伏》 《春江花月夜》等为琵琶所

创作的名曲仍是琵琶的民乐保留曲目。 唢呐由西亚

传入中原，得到继承而发扬光大。 唢呐被广泛应用，
成为我国“俗乐”的代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民间的唢

呐音乐达到了历史高峰，成为流行全国的民间礼乐

的代表［３０］７０，留下了《百鸟朝凤》这一独具特色的

经典民乐曲。
３．中西音乐交流丰富了古代传统音乐教育的

内涵

我国古代自周公“制礼作乐”始便形成了代表

中华民族的审美属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礼乐教化体

系。 汉唐之际，宫廷燕乐体系的建立和乐律理论的

传入丰富了我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内涵，成为专业音

乐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白智通精通西域各族音乐，
有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颇具作典才能，“羯人白智

通教习，颇杂以新声” ［１８］３７３。 通过白智通的音乐教

习，西域的乐舞输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艺术，
还对隋、唐、宋三代音乐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唐代成立乐坊这一专门音乐教育机构，为宫廷

燕乐培养人才。 唐玄宗在宫廷成立的梨园，专门教

习法曲。 这一时期复杂的乐律理论和繁多的乐器种

类的发展也促进更为专业的音乐教育的产生，白智

通（亦被认为即是苏祗婆）就是古代优秀的音乐教

育家⑤，通过他的教授，“五旦七声”的乐律理论在

中原传播并对音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因西域音乐

的传入，中原地区的传统音乐兼容并蓄，取得长足进

步，古代传统音乐教育的功能也由片面关注政治教

化而向注重艺术审美和娱乐功能转变，极大地丰富

了传统礼乐教化的内涵。

结语

古往今来，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都是我国

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形成于两汉时期的丝绸

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

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和西方文化流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一条

各国、各民族文化得以互相沟通、交相呼应，在跨越

中彰显魅力，在交融中体现特色的汇聚之路。 丝绸

之路作为中西交流的要道，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
文化价值，我们要深入挖掘整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音乐文化交流内涵，不断创新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

思路和空间，进一步提升音乐文化发展水平，促进社

会和谐、人民幸福，需要我们重新梳理中西音乐文化

交流脉络，一览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全貌，从而理清

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交流的突出作用和影响。
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和邻国之

间的交流，促进了各自音乐文化的丰富发展。 华夏

音乐文化一直秉持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积
极吸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形成了

灿烂辉煌的华夏音乐文化体系，极大地丰富了自身

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为我国文化艺术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

社 １９８２ 年版。 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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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年版。 宋博年、李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②万桐书：《十二木卡姆简介》，《音乐舞蹈研究》１９８１ 年

第 ９ 期。 ③日本正仓院《琵琶诸调子品》卷末，有藤原贞敏关于廉承

武传授琵琶和赠送乐谱的记述。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第 ３９１６—３９１７ 页。 ⑤沈白智：《中国音乐史纲要》，上海文艺出

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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